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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技优先领域选择是科研管理决策中的重要议题。着眼以往科技优先领域选择相关实践中的困境和误区，剖析价值准则、内涵认知、参与机制、评价方法、资源配置、实施机制方面的常见问题。建议重视多元价值的协调统一，树立与科技强国目标相匹配的价值导向；处理好优先和一般、主流和非主流、大科学与小科学等结构关系；进一步发展方法论，优化优先领域组合策略，提高参与质量和开放程度，改进“减法”过程设计，强化资源配置联动和实施机制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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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ilemma and misunderstandings in the past practice of select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iority areas, analyzes the common problems of value criterion, connotation cognition,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evaluation method, resource allocation,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It is suggested that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ordination and unification of multiple values and set up the value orientation that matches the goal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ower; to deal with the priority and general, mainstream and non-mainstream, big science and small science and other structural relations; and further develop methodology, optimize priority area combination strategy, improve participation quality and openness, improve "subtraction" process design, strengthen resource allocation linkage and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arran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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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大机遇，世界主要国家普遍期望科技创新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或增加科技投入，或调整战略布局，争相把有限资源投入到更具潜力的领域以博得最大化的效益，在这种背景下，科技优先领域选择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对于我国而言，只有更加准确地识别潜在的研究机会并及早采取行动，才有可能发展形成足以支撑科技强国建设的核心竞争力。然而，我国在科技优先领域选择方面的理论研究尚不成熟，以往的研究主题中讲技术方法的多，讲组织方法的少；讲选择结果的多，讲过程实施的少；讲经验总结的多，讲问题反思的少。本文旨在探讨优先领域选择实践中的现实困境，客观剖析问题产生的根源，探寻破解困局的思路和举措，希望可以为科技战略与规划编制提供一些参考。
1  优先领域的概念内涵
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优先领域进行了释义[1-3]。一般认为，优先领域是指期望获得最大回报的领域，包括学科方向、领域主题、战略项目等。国际上对优先领域内涵理解稍有不同，一般称优先权或优先事项（priority）。例如，OECD[4]认为优先权设定是一个谈判过程，不同的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寻求就共同的战略目标、工作目的和行动达成一致，除了包括各类研究主题优先事项外，还包括研究设施、教育教学计划、创新促进计划、风险投资市场、系统网络和共同体建设等结构优先事项[5]。
为便于开展研究，本文将科技优先领域界定为：围绕特定的科技战略目标，按照一定准则遴选的，在未来一段时期战略布局中给予优先支持的领域方向、重大任务或相关行动。同时，本文提出科技优先领域选择需要特别关注的3个方面6个关键要点，将其作为分析科技优先领域选择困境和误区的基本框架（如表1）。
表1  科技优先领域选择的关键要点
	层面
	关键要点
	内容

	必要性
	为什么
	选择优先领域的目的
与过去、现在和未来行动的关系
与全局和其他部门的关系

	科学性
	是什么
	类型（主题/项目/平台/能力建设/环境建设）、层级、粒度

	
	谁来选
	组织者、参与者、决策者
对话协调机制、意见反馈机制

	
	怎样选
	准则、程序、方法

	有效性
	怎样支持
	主体、渠道、规模、结构、机制

	
	怎样实施
	组织、协调、评估、修订



2　科技优先领域选择困境与误区研究进展
国外有学者总结分析了科技优先领域选择实践中的难点问题。例如Keenan[6]基于英国技术预见10年实践提出了技术选择的5个两难问题：一是范围，选择主题优先项还是兼顾结构优先项，为优先领域匹配全部资源还是仅限于增量资源；二是定位，很多机构倾向于将公开的预见活动与正式决策程序保持独立或半独立的关系，但这有可能导致优先领域效力降低；三是粒度，主题越聚焦越容易产生政策影响，但往往难以处理一长串候选清单；四是准则，理论上准则越细，评价效果越好，但若准则太细，参与者则难以完成；五是谁来做，参与者是否代表所在群体，只有科学共同体参与是否合适。Sokolova等[7]回顾了俄罗斯过去20年科技优先领域选择和关键技术识别工作，认为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原因包括：覆盖范围过广，与实际的部门需求、现有基础和全球趋势不匹配；部分科学家为其既得利益游说；缺少行业层面的清单；缺乏市场潜力，研发部门无法提供完整可用的解决方案，企业更愿意引进国外成熟技术；缺乏有效的实施机制,没有与其他策略工具集成；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对主题优先事项感到失望,优先领域和关键技术清单没有得到正式批准。
相关研究中有提及国内以往科技优先领域选择实践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例如，李真真[8]在回顾《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以下简称“12年科技规划”）制定过程时认为，当时有关规划原则的决定反映了政府对于科学的态度，表现为对科学的功利偏好，科学明显地被放在对于国家经济、国防建设的有用性位置上被肯定【语义不清】；美国的中国科技政策专家萨特米尔[9]针对我国早期科技战略与规划中存在的实用主义偏向进行了评论；1988年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等组织了关于重大技术选择和技术发展中经验教训的座谈，会上提到，过去考虑政治、军事方面因素较多，忽视了对国民经济发展影响量大面广的适用技术开发，由政府部门进行技术选择、搞门类齐全的学科规划，作用很有限[10]；王成鑫[11]在评述我国20世纪90年代国家关键技术选择工作时认为，这是个良好的开端，但并没有被当作主攻方向来组织各部门、各地区、各行业的研究、开发、推广和转化工作；吴述尧[12]在回顾分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早期的优先领域选择工作时提出，“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一重要原则的贯彻非常困难，“九五”优先资助领域未能与经费安排挂钩，原因在于领域太多（50个）、每个领域涵盖的内容太多，有点面面俱到；崔永华[13]在研究我国的历次科技规划时提出，大多采用专家为主的编制模式，部分规划内容脱离现实经济建设需要，规划缺乏透明度、缺乏必要的宣传和公众参与；Shi等 [14]在评析我国科研文化时提出，批评研究资金分配机制不甚透明，【语义不清】学术价值并没有被优先考虑；Benner等 [15]在分析我国的科研与创新政策演变时提出，政策由各种不同的、有时甚至相互冲突的目标所驱动，从而导致出现许多经常重叠的研究提议；并且通过对国家主要科技计划经费分配情况的分析发现，对任务导向、学术卓越导向的项目支持远胜于对机构建设、能力建设、创新扩散活动的支持。
3　科技优先领域选择常见问题解析
总结以往科技优先领域选择实践中存在的难点问题，主要包括功利偏好、数量过多、结构失衡、参与者代表性以及参与程度不够、没有与经费安排挂钩、没能形成共识并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等。究其根源，可归纳为价值导向偏误、内涵认知偏差、参与机制落后、组织方法局限、资源关联不强、实施机制不畅6个方面（如表2）。
表2  科技优先领域选择的常见问题
	问题表现
	问题根源
	对应的关键要点

	功利偏好，实用主义偏向，学术价值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价值导向偏误
	为什么

	结构失衡，对机构建设、能力建设、创新扩散活动的支持相对较少；粒度不一
	内涵认知偏差
	是什么

	参与群体的代表性不强，缺乏公众参与，相关利益群体共识不足
	参与机制落后
	谁来选

	门类齐全，数量过多，面面俱到；以专家咨询为主的方法
	组织方法局限
	怎样选

	没有与经费安排挂钩，资金分配机制不够透明
	资源关联不强
	怎样支持

	实施主体责任不清，与政府和私营部门行动之间的关联不强，没能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
	实施机制不畅
	怎样实施



3.1  价值准则偏误
价值准则是科技优先领域选择的重要标尺，对于优先领域的性质、内容和形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从国际经验看，科技优先领域选择都有奉为圭臬的价值准则，这些准则反映了科学技术的功能和地位，维系着创新生态系统的根本秩序。例如，美国科学技术战略的一个基点就是保持全面领先，早在1994年美国发布的《科学与国家利益》中曾明确提出科学系统的5个主要目标，其中第一、二项分别是“保持在所有科学知识前沿的领先地位”“增进基础研究与国家目标之间的联系”[16]。这种价值导向深植于美国长期以来的科技战略选择，其优先领域设定也因此倾向于更具挑战性的内容。英国科技战略选择则深受“霍尔丹原则”的影响，政府不会干涉研究理事会内部科研资助的重点，但【表意存在转折意思吗？】整体科学预算案及各研究理事会、国家学术院和高教研究基金的总体科研资金分配以及国家研究重点的确定由部长【什么部长？】作出[17]。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创设或扩展优先领域有5项准则，即学术价值、广泛影响、对科学与工程的重要性、领域与学科的平衡、与其他机构和国家目标的整合[18]，体现了对科技的正外部性及其多元化作用的认可。比较而言，我国在科技优先领域选择上更看重对产业和经济发展的支撑引领、对科技前沿的赶超，但过度的实用主义倾向，易使研究选题趋于保守，获取知识零碎而不成体系，反而伤及科学精神之根本，背离科技强国建设长远所需。时下常被提及的一些不足，如“渐进的多，革新的少；跟踪的多，原创的少；点上的突破多，面上的突破少”，多少与我国的科技优先领域选择的价值准则偏误有直接关系。
[bookmark: OLE_LINK1]3.2  内涵认知偏差
按传统的概念理解，科技优先领域选择的核心目标是拿出一个研究主题清单列表，但在知识、技术、创新融通发展的大背景下，组合运用多种优先领域类型的趋势在加强【表意不明】，除了凝练研究方向、部署科技项目，更需要统筹考虑平台、人才、设施、机构方面的支持，乃至教育、创新扩散、风险投资、产业政策等的配合，如果仍然主打单一的主题型优先领域，充其量会带来更多点上的科技突破，而不利于快速形成全面创新的局面。与美国创新战略、欧盟“地平线2020”相比[19-20]，我国的科技优先领域选择似乎习惯于规划“树木”而不是规划“森林”，优先领域类型以研究主题或科技项目为主，覆盖面广，大而全的特点明显；而欧美的科技优先领域选择总体上呈现少而精的特点，注重科技与政治经济进程的协调，看重机构建设、能力建设、创新扩散、教育培训等方面的综合影响（如表3）。尽管我国在多数规划中也会有设施平台、人才队伍、政策支持等方面的考虑，但却往往置之于附属地位且相互隔离，难以统筹协调形成叠加效应；在考虑优先支持机构建设时，常常更热衷于讨论“谁”更有资格应该纳入，而并不关注“谁的哪些行动”更应被优先支持。这种偏差导致忽视对实质性改革创新行动的引导，而异化成为争取增量资源巧立名目，使预期政策目标落空，改革难以进行到底。
表３  中美欧科技优先领域选择对比
	战略规划
	核心内容

	中国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发展规划
	16个重大专项；6+9“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表意不明】
10个重点领域的产业技术体系
5个支撑民生改善和可持续发展的技术体系
4个保障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的技术体系
9个面向国家重大战略任务重点部署的基础研究方向
13个战略性前瞻性重大科学问题
5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
国家重大科技设施
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科技创新基地
创新型人才队伍、区域创新、其他

	美国创新战略（2015版）
	投资创新基础要素（基础研究、STEM教育、高技术移民制度、基础设施）
激发私营部门创新活力（研究与开发费用税收抵免等）
打造创新者国家（开放式创新等）
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和保持经济持续增长
九大优先发展领域：精准医疗、卫生保健、大脑计划、先进汽车、智慧城市、清洁能源和节能技术、教育技术、太空探索和高性能计算
建设服务大众的创新型政府

	欧盟地平线2020
	卓越的科学：欧洲研究理事会（ERC）支持个人和团队，面向前沿科学；未来与新兴技术计划（FET）资助跨领域合作研究、拓展新领域；玛丽居里行动计划资助科研人员培训；欧洲科研基础设施等专项计划【主要目标？】
工业的领袖：促成工业技术的领先地位，拓展风险投资的渠道，中小企业的创新计划
社会的挑战：人口健康、人口结构变化及社会福利，食品安全、可持续农业、海洋、生物经济，安全清洁能源，智能交通运输，气候变化，能源利用效率和材料，包容创新安全社会
欧洲创新与技术研究院（EIT）【主要目标？】
联合研究中心（JRC）的无核研究



3.3   参与机制落后
科技优先领域的选择过程涉及多元主体，包括科技界、产业界、政府决策部门、资助部门等，多元主体在角色定位上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例如，科技界更多倾向学术价值、学科布局、研究兴趣；产业界更多倾向经济价值、技术先进性、技术适用性；政府决策部门往往看重国家利益、社会效益、国际影响；政府资助部门看重投入产出效率、资源总量与结构、部门绩效表现等；社会公众则更多倾向于民生福利、知识扩散、先进产品等（如图1）。科技优先领域的选择过程就是要建立有效的对话机制，将多元主体的偏好结合起来，寻找综合效益最佳的交集，然而，现实中我们过多寄望每类主体都超脱自身立场来综合考量，而不是依靠科学合理的机制设计来保障增进各方的理解共识。例如，一些领域科技专家常常被要求考虑国家需求，而实际上他们大多数并不是最清楚国家需求的群体，而只能是为自己熟悉的研究领域方向备注宽泛的“国家需求”标签。科技优先领域的合理性与选择过程的开放透明程度不一定密切相关，但是，相关利益群体的实质性参与有助于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创新共识，有望提升优先领域的实施效果。国外在公众参与方面有相对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例如在美国，科学界代表可参加国会听证，国会公开的议定书或NSF等资助机构需要公开不予资助具体项目申请的理由，此外还常有关于优先领域设定难题的公开辩论[21]。比较而言，我国的科技优先领域选择，在参与形式、参与程度、参与科学性方面还有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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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科技优先领域选择中多元主体的角色差异

3.4  组织方法局限
从科技优先领域选择方法的发展趋势上看，一些兼具定性定量优势的综合方法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科学结构图谱、科技路线图、技术预见、国际标杆分析等。近年来，我国在国家层面的科技优先领域选择方法上也在进步，例如，第五次国家技术预测采用了16种方法，但相比之下，一些部门、机构层次的科技优先领域选择方法尚有很大提升空间。实际上，不论使用何种具体方法，科技优先领域选择往往包含两个明显区别的阶段：扩展和收敛（如图2）。扩展阶段，通常会选定领域并分解子领域，按照一定的规则分别提出研究主题，甚至再逐级扩展到子课题。这一阶段通常是在做“加法”，旨在建立有助于有效应对重大挑战的知识体系，常常会形成一长串详细的研究问题。收敛阶段，通常会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同类项合并，将一长串研究问题分组、融合，转换为相关的问题集。这一阶段往往是要做“减法”，旨在凝练出足够少的、有限目标的、边界清晰的重点方向或任务，以便在后续实施过程中进行管理。事实上，组织专家研究提出科技优先领域建议相对容易,困难主要在于筛选，真正的考验在于如何做好“减法”。“减法”的一般考量因素包括时间、成本、风险，更重要的是，复检其对战略目标的贡献度、与选择准则的匹配情况、现状条件与基础等，然而在实践中往往缺少这种复检环节和机制设计；同时，对候选领域方向的现状分析不足，往往缺少对以往投入的精确计量、对潜在竞争对手或战略伙伴的对标分析，也使得“减法”无据可依。










扩展阶段
收敛阶段
加法主导
减法主导
领域
主题
子领域
子领域
子领域
主题
主题
主题
主题
目标贡献度
准则一致性
时间/成本/风险
现状条件基础
重
点
方
向
任
研
究



问
题
务



















图2　科技优先领域选择的两阶段框架

3.5  资源关联不强
设置科技优先领域需要有明确的目标功能。从国际经验看，将资源配置与科技优先领域选择紧密关联，重视识别研究机会、关注效率，是优先领域获得成功的重要保障。例如，西班牙国家科技研究与创新规划中有一部分财政和预算框架专门用来明确规划实施所需资金的投入来源、资助方式和标准[22]；日本第三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区分了两类基础研究及其预算比例，第一类是基于研究者的自由探索，占政府科学技术支出的42%预算，第二类是面向以政策为基础的未来应用，占48%，剩下的10%是关于改革的措施以及其他支出[23]——文后未见著录；美国国家纳米技术计划（NNI2000）不仅有明确的五大主题领域经费占比，也有相对稳定的联邦政府、风险投资基金、企业三者投入资金比例（一般分别为20%、30%、50%）[24]。然而，在我国的科技优先领域选择实践中，往往缺少与资源配置之间的明确关联机制，各类规划鲜见明确的预算框架和对优先领域资源配置的考虑，有时连规划本身没有得到权威确认，更不会被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而且，对优先领域相应的资源配置结构、经费来源比例往往也没有预先考虑；同时，资源配置渠道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不足，难以形成覆盖创新链全链条的资助体系。
3.6  实施机制不畅
科技优先领域选择结果的应用，被看作是评判优先领域选择是否成功的重要指征。理论上，科技优先领域选择并不能简单等同于直接开列科技任务清单，两者之间既要适当关联又要留出余地。一方面，关联过强，难免会损失弹性而导致行动僵化。正如“12年科技规划”声明的原则：在今后执行这个规划时，必须保持必要的灵活性，以适应我国建设情况和世界科学的发展变化，并避免束缚科学工作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25]。另一方面，没有关联，又会让优先领域选择失去价值，也会让任务部署缺少方向和格局。从当前的实践来看，多数情况下“弹性有余、关联不足”，优先领域选择、科技任务部署往往分属不同责任主体或不同部门，或因立场不同、交融不够，关联机制存在不足。另一个潜在的障碍是体系衔接问题。不同层级的决策者之间或机构之间在确定优先事项方面的互动较少，综合规划和专门规划、中长期规划和五年规划、全域规划和区域规划，林林总总，其中，相似的优先领域算衔接还是重复、不同的优先领域算互补还是冲突，往往无从评判；跨部门协调困难重重，或避重就轻、或搁置冲突，难以形成实质进展。国际上有些典型的可参考案例，例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声称在优先领域选择过程中与其他研究部门有广泛协调，正式渠道是150多个研究资助谅解备忘录和部门间协议，这些文件规定了不同部门在资助研究活动中的各自职责和角色；非正式渠道还包括与其他机构进行沟通，力求各自的优先领域既相互支持又避免重复[19]。与此相比，我国的科技优先领域选择在精细化管理、协调机制设计上还需要更多考虑。
4  思考与建议
科技创新没有止境，而创新资源总是相对稀缺。在我国的科技强国建设进程中，科技投入或将持续增长，同时必然更加关注科技创新产出质量和效益，科技优先领域选择也将向科学化、制度化、民主化的方向逐步演进。为适应这种变化，针对以往存在的困境和误区，建议重视优先领域选择的价值导向，处理好关键的结构关系，丰富发展方法论。
4.1  重视优先领域选择的价值导向
在科技优先领域选择过程中，往往涉及学术价值、应用价值、社会效益等多元价值的碰撞，树立明确的价值导向是凝聚多方共识的关键基础。建议注意把握好多元价值的协调统一，在优先领域选择工作启动之初，应就价值导向及其相应的评价准则进行充分地讨论，尽可能使价值导向符合使命定位、适应发展愿景、具有广泛接受度；评价准则明确可行，区分度高、边界清晰、便于理解。在优先领域选择过程中，通过设计专门的校验复核机制，确保价值导向及其评价准则一以贯之，尽可能使征集到的选题建议真正符合预设条件，并将关注焦点逐步收敛到那些对于长远战略目标实现必不可少的优先领域。
另一方面，优先领域设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所在组织的价值选择，承担着向学术界、社会公众传递价值导向的重要功能。着眼科技强国建设目标，我国未来需要部署实施更具开拓性的研究工作，因此，建议理性认知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淡化过度的实用主义倾向，树立与科技强国目标相匹配的价值导向，推崇原创、鼓励融合、倡导开放，更多关注具有挑战性的研究选题，引导科学家关注“该做什么”，而不只是“能做什么”。同时，也要逐步摒弃“大而全”的做法，适当减少战术层面的具体指导，以“少而精”为原则遴选支持确有必要的战略重点，更多依靠体制机制建设培育创新生态系统的内在活力。
4.2  处理好优先领域选择中的关键结构关系
科技优先领域是科学发展的内在推动力与经济社会需求的外在牵引力在战略层面的统一协调，无论是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还是经济社会重要领域的发展，都具有广泛的相关性、复杂性，并且正在展现明显的融通趋势。优先领域选择需要处理好一些关键结构关系，例如，优先和一般、主流和非主流、大科学与小科学的关系。
（1）优先和一般。科技优先领域选择对于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作用是非均衡的，并不能完全取代常规性的稳定支持。从国际经验看，与优先领域资助并行的，还有其他面上的一般性支持渠道，优先领域占总投入的比例、不同领域所占的份额甚至不同资助主体的投入份额有大致的预期比例，并且相对公开透明，这种做法有助于各方形成明确预期,从而推动优先领域的执行实施，值得借鉴。
（2）主流和非主流。优先领域通常与带头学科、新兴学科、优势特色领域、前沿方向等有较好的一致性，但这些也并非铁律。例如，美国曾为更好地应用基因组研究等前沿学科的成果，而考虑将基础医学这一传统学科也列入优先领域[26]——文后未见著录。需要特别予以关注的是，在优先领域产生过程中，一些非共识的、颠覆性的、融合性的研究提议特别容易被淹没。因此，建议考虑以适当方式开设专门渠道或特别权限并公开规则和过程，为那些非主流的、挑战性的、高风险也高回报的研究选题留足空间。
（3）大科学与小科学。大科学带动性强、显示度大，小科学探索性强、灵活度高，两者共同发展才能构筑良好创新生态。大科学投资大、风险高，对优先领域识别的准确性要求高，对组织实施的科学性要求更高。“举国体制”是独特优势，但并不适用所有学科领域；“集中攻关”是经验法宝，但也并不适宜所有实施主体，特别依赖体制机制和科学文化传统。科技优先领域选择要保持两者恰当的比例，不可偏废。
4.3  丰富发展优先领域选择的方法论
在合理借鉴国际经验基础上，发展适合国情特点的组织方法，推动科技优先领域选择实现从研究主题清单向多类型组合策略转变、从主要调节科技界内循环向调节创新体系大循环转变、从偏重“加法”过程向更加关注“减法”过程转变、从注重选择结果向注重实施效果转变。
（1）优化优先领域的组合策略。对于优先领域的内涵理解，不应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主题清单，而是应当统筹考虑研究主题、设施平台、教育教学、创新促进等多样化的优先领域组合方案，改变以往过于关注点上任务部署的局面，更多关注面上的能力提升、长效机制的构建、创新环境的塑造。对于最高优先级的领域方向，试点推行按需定制的组合支持策略，根据目标任务实际需要统筹项目、平台、人才、政策，避免研究团队为四处拼凑资源而削足适履的低效行为。
（2）提高参与质量和开放程度。适当公开优先领域选择的目标、程序、方法，完善专家代表的推荐遴选机制，让参与者知道谁在做决定、如何作出决定以及为什么作出决定。深入了解利益相关群体的不同偏好，背靠背、面对面征求意见多措并举，提升满意度和接受度。促成创新链各相关主体进行高质量协调沟通，必要时达成有约束力的决议，为后续协同实施奠定基础。
（3）改进“减法”过程的设计。通常咨询专家对公开反对某项研究建议存在顾虑，而决策者尚不掌握足以作出决断的全部信息，最后常常诉诸于简单打分排序，为此，需要依靠精细的程式设计来保障“减法”取得好的效果。借鉴反向规划思路，前期可采用文献计量、大数据分析等客观方法框选“有所不为”的内容，作为寻找“有所为”的边界。试点推行正式决策之前的辩论式评审，要求从正反两方讨论优先或不优先的理由，以使决策者得以权衡利弊后再做决断。
（4）强化资源配置联动和实施机制安排。在组织开展优先领域选择的过程中，及早对资源配置方案、实施机制进行通盘考虑，做好规划布局与资源配置、规划布局与任务实施、本部门规划布局与其他部门规划布局、财政资源配置与其他多源投入之间的协调。试点建立系统性的创新支持协调机制，约定各资助主体权利义务，以定位谈分工、以贡献论回报，促进科研机构、企业和金融资本高效协同，形成贯通全链条的创新布局和资助体系。 



参考文献：
[1]陈玉祥.科学选择和优先领域确定[J].中国软科学,1993(2):30-32.
[2]陈德棉,刘云,朱光美.科技优先领域的概念、评价方法及应用[J].科研管理,1996,17(1):17-21.
[3]刘云.基础研究的发展特征与优先资助领域选择[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2(7):23-26.
[4]OECD. Meeting global challenges through better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science，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M].Paris: OECD Publishing,2012.
[5]OECD. Choosing prioriti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ies[M].Paris: OECD Publishing, 1991.
[bookmark: _Hlk10060604][6]KEENAN M. Identifying emerging generic technologies at the national level: the UK experience[J].Journal of Forecasting,2003(22):129-160.
[7]SOKOLOVA A, GREBENYUK A, SOKOLOV A. Twenty years of S&T priority setting in Russia: lessons learned[EB/OL].(2018-09-10)[2019-03-01]. https://doi.org/10.1108/FS-04-2018-0033.
[8]李真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科技体制模式的定位[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6)：35-44.
[9]萨特米尔.科研与革命[M].袁南生,刘戟锋,戴清海,等，译.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89.
[10]《依靠技术进步优化产业结构》课题组.我国重大技术选择中的经验教训[J].中国科技论坛,1989(4):5-7.
[11]王成鑫.国家关键技术透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96,17(5):13-17.
[12]吴述尧.科学发展与科技政策[J].中国基础科学,2000(4):31-36.
[13]崔永华.当代中国重大科技规划制定与实施研究[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05.
[14]SHI Y, RAO Y. China’s research culture[J].Science,2010,329(5996):1128.
[15]BENNER M, LIU L, SERGER S S. Head in the clouds and feet on the ground: research priority setting in China[J].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2012 (39):258-270.
[16]克林顿,戈尔.科学与国家利益[M].曾国屏,王蒲生,译.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
[17]郭东波.顶层导向与自由探索 相斥还是共生？：英国霍尔丹原则的同望、审视与思考[J].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15,30(1):66-70.
[18]段异兵.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优先领域资助模式分析[J].中国科学基金,2005(2):125-128.
[19]袁永,张宏丽,李妃养.2015年版美国创新战略评析及对策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7(2):57-61.
[20]梁偲,王雪莹,常静.欧盟地平线2020规划制定的借鉴和启示[J].科技管理研究,2016(3):36-40.
[21]ELIASSON K. Priority-setting in U.S. science policies[R].Stockholm: Vinnova,2009:22-33.
[22]杜红亮.西班牙国家科技研究与创新规划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15,30(4):22-27.
文献23呢？
[24]杨多贵,周志田.国外典型科技发展计划案例分析及其启示[J].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4(2):5-7.
[25]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EB/OL].(2005-08-31)[2019-03-01].http://www.most.gov.cn/ztzl/gjzcqgy/zcqgylshg/200508/t20050831_24440.htm.
文献26呢？



作者简介：蒋芳（1979－），女，安徽舒城人，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战略与规划、城市化与区域发展、土地利用规划；侯华丽 （1979－），女，山西文水人，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矿产资源经济与规划、绿色矿业发展；董萌（1981－），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业务主管，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政策、科技法规；肖小溪 ( 1983－) ，女，江西吉水人，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评价、科技政策与管理。 
[bookmark: _GoBack]


image1.png




image2.png




